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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TIRPAT 模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研究

——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
1

马才学，金 莹，柯新利，朱凤凯，李红艳，马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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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 STIRPAT随机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生计类型的农

户农药化肥施用差异。结果发现：①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一兼农户﹥二

兼农户；②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影响因子不同：纯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收入构成相关，一兼

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耕地规模相关，二兼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与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农户收入构

成相关；③相比不分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能深入客观揭示地农户

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实现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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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和农药化肥施用大国。1994年，我国化肥消费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农药化肥施用国［1］。近年来，我国

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15年我国化肥消费总量达到 6022.6 万 t，约占全世

界消费量的 35%，相当于美国、印度两国化肥施用量的总和。在农业生产中，化肥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物质投入，对促进农作物

增产起到了关键作用，保障了我国农业增长和粮食安全［3］。但是，我国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增加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和

农产品质量问题［4，5］。

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决策单位，是农药化肥施用的主体。目前国内外有大量研究对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进行了分

析，包括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影响［6］、农户减少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生产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7］、依托农药化

肥施用的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8］、依托农药化肥施用的农田生态补偿测算［9］、农药化肥施用对环境的影响、农药化

肥投入的时空差异［11］等。但当前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农户生计方式不同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当前农户生计方式分化正在

我国发生，农户生计方式分化对投入、生产决策、土地利用行为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2-19］，并且农户生计方式分化也有可能

通过这些影响因素导致对农药化肥施用量的差异。所以，研究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为科学认识农户农药化

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合理调控农药化肥施用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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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汉平原东部，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具有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夏季高

温且降水集中，冬季稍凉且湿润等气候特点，是我国粮食产量大省——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武汉市城乡结合部由中心城区与黄

陂区、新洲区、江夏区、汉南区、蔡甸区、东西湖区六个远城区交汇构成。城乡结合部邻接大型农产品消费市场，是城市居民

短途观光休闲活动的首选区域，为农户选择生计多样化提供了便利，是农户生计方式分化最明显的区域
［17］

。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城市化、工业化迅速发展，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导致耕地面积急剧减少。截至 2014年末，武汉市

总面积为 8494.41km2，其中 7个中心城区的面积为 863km2，建成区的面积为 552.61km2。便利的交通系统、较高的非农活动收益

等因素使武汉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生计方式发生了明显分化。《武汉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2014年武汉市乡村从业人员

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由 56.45万人减少至 49.93万人，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农户生计方式对农药化肥施用的影响，本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进行人户调查。本研究使用的

数据为 2015 年 11 月对武汉市黄陂、新洲、江夏等城郊区域的农户调研数据（图 1）。本次发放问卷 729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568份，占调查问卷总数的 77.9%。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

入结构等；②农户的生计方式，包括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事职业方向等；③农户的农业生产情况，包括目前农田投入

成本与产出效益情况、农户家庭的耕地规模、是否存在耕地转移行为、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等。

图 1调查样点分布

2.2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由于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特点，为农户选择生计多样化提供了便利。由于该区域邻接大型农产品消费市场，同时也是城

市居民短途观光休闲活动的首选区域，因此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户通常选择兼业活动来提高生计水平。所谓兼业活动，主要是指

农户家庭劳动力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同时，部分人会利用农闲时进行非农工作，甚至有些农户家庭成员将非农工作作为主体，仅

利用工作之余的周末进行农业劳动［17］。按照非农化程度和农户生计多样化差异，综合已有农户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20-23］，以有

无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为标准，将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农户家庭划分为四大类别：纯农户家庭、一兼农户家庭、二兼农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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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户家庭。其中，纯农户家庭成员均从事农业活动，一兼农户家庭中超过 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二兼农户家庭中超过

50%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非农户家庭中全部家庭成员均从事非农业活动。根据此划分标准，本研究有 79户为纯农户家庭，

129户为一兼农户家庭，260户为二兼农户家庭，96户为非农户家庭，分别占调查总数的 14.0%，22.9%、46.1%、17.0%。

2.3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环境压力随机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

“STIRPAT随机回归模型”）分析生计方式对农药化肥施用的影响。STIRPAT随机模型是指国家或地区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I）都是其人口数量（P）和富裕水平（A）的产物，并被支持这种富裕程度的特定技术（T）所影响，其实质是测算人类活动

对环境的输入性影响或压力
［24］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
［25］

，赵雪雁在研究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影响时采用 STIRPAT

随机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特征、收入、能源可获取性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影响。结合调研区的实际情况，在本研究中，I为农

户家庭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P为农户家庭的非农活动程度，反映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力；A为农户家庭的耕地规模，反映农户

家庭的农业经济资产；T为农户家庭的收入构成，反映农户家庭的种植技术不同所带来的收益差异。

STIRPAT模型的表达形式为：

式中，a为该模型的系数；b，c，d分别为 P、A和 T的驱动力指数；e为误差项。

在对模型取对数后，原模型变为：

该模型以对数形式表示的优势在于：方程中的

参数可直接反应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弹性，因此以驱动力指数（b，c，d）表示。如果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驱动力因素（P

或 A或 T）变动 1%表示引起农药化肥使用量变动的百分比。

为了确定所选变量（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农户的收入构成）与农户家庭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本研究使用灰色关联度进行预检验。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可以找出各种影响因素与系统发展态势之间的关系［26］，定量分析出农

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与所选变量之间的关联排序，从而提供选择该影响因子的依据。

3、结果分析

3.1农户基本特征

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区域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业活动情况具有明显差异（由于非农户家庭不进行农业活动，因此本研究仅

讨论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三种生计类型农户）。随着农户家庭进行非农活动程度增加，其平均耕地规模、农业收入比

例等明显降低。其中，纯农户家庭中有耕地转入行为的占农户总数的 13.9%，平均耕地规模 0.56hm2，农业收入（包括所有与耕

地相关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68.4%，年均农业收益 9476.63元/户（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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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生计类型 纯农户 一兼农户 二兼农户

有耕地转入行为农户数（户） 11 12 8

有耕地转入行为农户比重（％） 13.90 9.30 3.10

平均耕地规模（hm2） 0.56 0.39 0.33

年平均农业收益（元/户） 9476.63 7396.38 5101.60

农业收入比例（％） 68.40 26.90 18.10

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元/年·hm2） 8592 8001 6622.50

目前，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有数量和价格两种度量方式。由于本研究是从农户生计视角对农药化肥施用量进行研究，农

户生计具有资产属性，为使两者计量单位保持一致，本研究采用价格度量农药化肥的施用强度。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农户家庭的

农药化肥施用量随农业活动程度增加而增多，相比纯农户家庭，一兼农户、二兼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分别减少了 6.9%、22.9%。

根据样本统计显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差异明显。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化肥农药施用量是否具

有显著性差异，本研究对三种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量进行了两两之间的独立变量 t 检验。结果显示，一兼农户家庭和

二兼农户家庭农药化肥施用量差异在 0.1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其他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量两两之间在 0.1的显

著水平下均具有显著性差异，且三种生计类型的农户家庭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数量关系为：纯农户家庭＞一兼农户家庭＞二兼农

户家庭。

3.2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发现，农户收入构成、耕地规模、非农活动程度均对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有较大影响。我们将全部

样本点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作为因变量，将农户的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收入构成作为自变量，采用 STIRPAT 随机回

归模型分析农户农药化肥施用的关键影响因素，见表 2 中的模型（1）。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拟合，模型（1）的 R2统计

量达到 0.678，F统计量为 11.95，在 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方程拟合情况较好，上述变量能解释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 67.8%。

表 2 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方式对农药化肥施用的影响

回归模型
模型（1）

全部农户

模型（2）

纯农户

模型（3）

一兼农户

模型（4）

二兼农户

常数 -2.34 6.35 5.55 3.56

非农活动程度 -3.72*** — — -4.27**

耕地规模 0.45** — 0.73*** 0.45*

农户收入构成 0.05* 0.88** — 0.06*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0.05、0.01。

结果显示，非农活动程度与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非农活动程度的增强，

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将显著下降，且非农活动程度的非标准化系数小于-1，说明非农活动程度增强引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

度减少速度高于非农活动程度自身的变化速度。耕地规模、农户的收入构成分别在 0.05、0.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户的农药化

肥施用强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户家庭扩大耕地规模、增加农业收入比例会影响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但耕地规模和农

户收入构成的非标准化系数为小于 1 的正数，说明扩大耕地规模、增加农业收入比例引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增加速度低于耕

地规模、农户收入构成自身的变化速度。其中，耕地规模对农药化肥施用的影响与农业生产方式有关。当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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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时，他们主要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即主要通过化肥农药等物质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收益增加［8］。农户收入构

成对农药化肥施用的影响与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有关，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水平越高，他们可能越愿意尝试具有一定风险性

的农业活动
［27］

。反之，农业收入比例越大，农户增产增收的期望越高，农药化肥的投入越大。非农活动程度对农药化肥施用的

影响与农业劳动力有关。一般而言，家庭劳动力数量多，意味着农户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可能性较大。为了降低物质成

本，农户可能更倾向于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8］。

3.3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差异分析

由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分别对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这三种不同生计类型的农

户进行了定量分析。使用 STIRPAT 随机模型，以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作为因变量构建逐步回归，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农户生

计方式与农药化肥使用的影响模型进行拟合，拟合情况见表 2中的模型（2）、（3）、（4）。

分析结果显示，纯农户家庭的收入构成与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在 0.1 显著性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户农业收入

比例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下降。纯农户家庭由于收入来源相对单一性，其农业收入比例越大，该类

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越高，愿意尝试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农业活动的可能性越低。无论耕地规模多少，纯农户均会最大程度地

提高产量，而增大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是他们采取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纯农户家庭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农户收入构成显

著相关。针对该类型农户可采用增加农业补贴等方式来增加他们的非农收入，以此降低该类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比，达到调控农

药化肥施用强度的目的。

一兼农户家庭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耕地规模相关。该类农户家庭的耕地规模与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在 0.01显著

性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户耕地规模扩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增多，但其非标准化系数均大于 0

小于 1，说明扩大耕地规模引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低于耕地规模的变化速度。一兼农户家庭耕地规模越大，他们选择非农活动

的机会成本越高，会促使他们更多地进行农业活动，从而导致非农活动程度降低、农业收入比例提高，引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

变化。针对该类型农户应提倡适度规模经营，达到调控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目的。

二兼农户家庭生计方式与农药化肥使用影响的分析结果与总体分析结果类似，说明在武汉市城乡结合部这一特殊区域，二

兼农户占全部农户的比例最大，与现实情况相符。二兼农户家庭耕地规模、农户收入构成在 0.1 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户的农药化

肥施用强度呈显著正相关，但耕地规模和农户收入构成的非标准化系数均大于 0小于 1，说明扩大耕地规模、提高农业收入比例

引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增加速度低于耕地规模、农户收入构成自身的变化速度。二兼农户家庭由于缺少农业劳动时间，多采

用粗放耕作方式，其耕地规模的扩大会提高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但并非带来更多的农业收入，因此二兼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

度与农户收入构成、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针对该类型农户应鼓励他们增加农业劳动力，适度扩大

耕地规模、增加农业收入比例，达到调控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目的。

4、结论与讨论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三种生计类型的农户家庭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数量关系为：纯农户家

庭＞一兼农户家庭＞二兼农户家庭。一方面，城乡结合部的纯农户家庭往往具有农户年龄较大、劳动力不足、难以进行非农活

动等特征，且与其他类型农户相比耕地规模更大等因素促使该类农户通过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来实现增产增收。另一方面，农

户对耕地重视程度越高，会通过增加化肥农药施用量来促进农作物生产、提高农作物产出的可能性越大。纯农户家庭单一的农

业收入来源，导致该类农户对耕地的重视程度比其他类型农户更高，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更强。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因子不同：纯农户家庭由于收入来源相对单一性，对耕地的依赖度最高，无论

耕地规模大小，该类农户均会加大化肥农药施用来最大程度地提高产量，因此该类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农户收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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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显著相关。一兼农户家庭耕地规模越大，他们选择非农活动的机会成本越高，会促使他们更多地进行农业活动，从而导致非

农活动程度降低、农业收入比例提高，因此该类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耕地规模显著相关。二兼农户家庭由于缺少农

业劳动时间，多采用粗放耕作方式，耕地规模的扩大会提高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但并非带来更多的农业收入，因此该类农户的

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与农户收入构成、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三个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采用分生计类型来研究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更具体、更客观。开展不分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分

析与分类型分析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不分生计类型时，农户收入构成、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均对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

具有显著影响；而分类型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则对应不同生计类型存在不同的影响因子。农户生计结构所体现的分

化特点必然要求在农户农业行为分析中不能一刀切。在城乡结合部区域，农户生计多元分化明显[14]，需针对不同生计类型的农

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精准调控。

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研究对改善耕地利用的生态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农户作为农药化肥施用的主体，直接影响着农药化肥施

用情况。本研究分析了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在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

要重视生计分化的差异，针对不同的生计类型分析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开展针对性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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